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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

取证困难掣肘野生动物保护类公益诉讼

《公益时报》：2 月 24 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全面
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
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以
下简称 《决定 》），而有哪些问题
是现行的 《野保法 》和 《决定 》都
没有关注到的？

张伯驹：禁止与野生动物相
关的猎捕、交易、运输，是特别重
要的，应该针对整个链条作出严
格规定。《决定》提出的管控以食
用为主， 其他方面并未重点阐
述，野生动物的利用除了食用外
还有大量的商业化交易行为，有
大量市场存在，比如利用动物皮
毛制衣（皮草）、动物展演（如马
戏团）、商业药用等，这些都是大
量产生野生动物猎捕、交易和商
业利用的方向，这次的《决定》和
现有的《野保法》都没有针对性
的具体加强管控的措施。

当然，此次《决定》的针对性
较强，主要针对“食用”和“疫情
源头”的问题释放了一个积极信
号，极大地缩小了野生动物的商
业化利用和非法交易空间，同时
《野保法》的修订工作启动。 作为
专项决定，可能没有办法覆盖全
面，但是以非食用为目的的“商
业利用”应该是接下来《野保法》
修改的焦点和重点之一，这也是
需要多方论证、研究、博弈才能
产生的一个结果。

《公益时报》：你在环境公益
诉讼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有人
提出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可以
以社会组织为主体发起公益诉
讼，对此你怎么看？

张伯驹 ：在 2015 年新的《环
境保护法》修订后，其第 58 条规
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一定
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环境保护法》对
于环境的定义包括了自然保护
地、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社会
组织可以就“野生动物保护”问
题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同年 1 月 6 日，最高人民法
院、民政部和当时的环境保护部

（现“生态环境部”）三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进一步保障了社会组
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
体资格的权利。

最近 5 年，自然之友累计提
起了 46 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包含了环境健康、 气候变化、海
洋问题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
域，其中关于生态、生物多样性
类的案件有十多起，大部分都是
和野生动物栖息地、濒危野生动
物有直接关系的案件。

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已
经受到了《环境保护法》《民事
诉讼法》 等法律的保障。 对于
《野保法》来说，现在还缺少公
益诉讼相关条款， 我们认为应
该有相关条款添加进去。 公益
诉讼属于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
的部分，是公众参与的保障，尤
其当“非直接和特定的利益相
关方”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能使
他们得到司法层面的救济。 野
生动物没有办法成为主体，社
会组织就应当依法作为诉讼主
体发起保护性公益诉讼， 因为
野生动物和生态安全都是公共
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野保法》中应该包含“信息
公开和公众参与”部分，并确立
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民事和行
政的公益诉讼制度，我们认为它
应该在《野保法》中存在。

虽然之前我们提起过野生
动物保护类的公益诉讼，但面对
诸如食用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
利用野生动物等对于生物多样
性、人体健康、公共卫生安全带
来隐患的行为，没有明确的法律
条款支持发起公益诉讼， 如果
《野保法》中给出明确规定，对于
公益诉讼方面的支持力度将会
有更清晰的法律保障。

比如这次《决定》提出“禁止
食用”野生动物，一旦进入《野保
法》， 未来如果有大量的野生动
物被非法食用时，社会组织和检
察院就可以据此提起公益诉讼，
让保护更加直接和有力。

《公益时报》：在与野生动物
保护相关的公益诉讼的过程中，
通常会遇到哪些难点？

张伯驹：取证困难。
一部分是已经受到破坏的

野生动物栖息地、物种地，取证
很难。 被保护的濒危野生动物大
都处于相对偏远的地区，如果想
要达到有效的、 科学专业的取
证， 需要很多设备和专家团队，
需要连接各方资源，所以现场取
证比较难。

在一些诉讼过程中，不仅需
要现场取证，还需要证人、证言、
专家意见等，有些专家可能因为
个人顾虑，考虑到未来自己的科
研项目是否会受到阻碍，引发不
必要的压力，或者牵扯到地方利
益等，他们往往不太愿意为公益
诉讼案件作证或者发表专家意
见，甚至有些人本身就处于利益
链条中， 也可能去为被告作证，
这也是在野生动物类公益诉讼
中常遇到的难点。

另外，我国野生动物方面的
研究处于不均衡的局面。

有些“明星物种”，如大熊猫、
朱鹮等， 在科研方面会有很多的
资源，也会产生很多科研成果，如
论文、数据、监测数据等，这会为
公益诉讼取证提供很大的便利。
也有些物种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却因为资源、人员投入少，使得我
们在相关案件中找有关动物种群
的科研文献都很难。 我们想找到
相关物种前十年数量的升降趋
势， 或是某片动物栖息地被破坏
前后的记录对比， 很难找到连续
的数据， 这说明我国在野生动物
方面，为“明星物种”在科研上投
入大，资源倾斜严重不均。

《公益时报》：如何能让这一
现状有所改善？

张伯驹：野生动物类的公益
诉讼和其他环境污染类的不太
一样，野生动物类的公益诉讼多
属于“防患于未然”，这条道路注
定很难。

首先，公益组织不能仅凭理
念，专业、能力才是“王道”。 许多
动物栖息地一旦被毁，赔款再多
都是杯水车薪。“预防性”公益诉
讼必须要证明的是，如果继续发
展下去，会对动物栖息地造成不
可逆的永久性破坏，这需要公益
组织本身能力的提升，能够调动
更多社会资源，协调更精良的装
备，才能进行取证。 自然之友有
上千名“月捐人”，每月对我们的
定期定额捐赠是重要的社会资
源支持，这不仅仅是捐款，还有
很强的信任在其中。 当我们遇到
一些突发性的环境危机或者要
立即采取保护行动时，月捐人的
捐款和支持就是我们行动底气
的来源。

其次，加紧修订《野生动物
保护名录》。 比如，我国的中华
穿山甲已经成为非常濒危的物
种， 它的数量可能已经少于一
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这种情
况， 恰恰是因为该名录从上世
纪 80 年代末至今没有进行一
次更新、修改。 令人欣慰的是，
在这次的《决定》中专门提到更
新名录的计划， 如果名录得到
有效修订更新， 将会对野生动
物保护领域科研、 资源的投入
起到重要参考作用。

第三，均匀分配野生动物科
研资源。 从科研角度来讲，不管
是经费还是人才培养的关注，更

多地应该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方向进行分配，而不是只针
对“明星物种”，这也需要国家相
关部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众多高校和专业科研机构建立
更多的视角和动力，使科研资源
更均匀地、科学地分配。

第四，加强宣传教育，提升
公众认知。 如果只是在法律上进
行规定，法律在未来的落实依然
会困难重重，因为野生动物的食
用、 利用就存在我们的生活中，
因此，对社会公众和青少年进行
和野生动物有关的环境教育也
很重要。

《公益时报》：你所在的机构
在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落
地工作时，有没有因为《野保法》
的不完善造成一些阻碍？ 这些问
题除了从立法端补足，还需要哪
方面配合？

张伯驹：现行《野保法》有很
大篇幅涉及到野生动物的“利
用”， 我们在保护过程中涉及到
野生动物“食用”“交易”时无法
深入开展工作，因为有人会打着

“依法”的旗号，光明正大地进行
捕捉、交易和商业利用。

2016 年，自然之友亲身参与
到《野保法》的修订，提出将“利
用”为主体改为“保护”为主体的
建议。 但在参与全国人大关于修
法的咨询会的过程中， 我们看
到，现场坚持“利用”一方的人数
远多于坚持“保护”的一方，力量
的不平衡导致开展推动立法工
作的困难和阻碍。

另外， 关于野生动物栖息地
内容的缺失也为我们的工作造成
很大的障碍。 人类可以利用技术
手段帮助濒危动物进行人工繁
育，圈养起来可能会存活，但失去
了栖息地， 野生动物对于未来整
体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的贡献
会降低， 就像一片森林和一个盆
景园，两者是不同的概念。

基于我国现有的《立法法》
和公众参与相关条例，任何法律
和公共政策在正式推出之前都
会有至少一次征求公众意见的
窗口期。 所以，如果你是政府主
管部门，可以去鼓励更多的社会
组织和热心公益的公众踊跃参
与到这个过程中，因为这同样也
是立法者的需求；如果你是社会
组织或者公众，希望你可以做好
准备，针对法律草案发出作为社
会组织和公众的声音，提出这些
意见或建议，这本身就是法律赋
予我们的权利，也是去实践公民
责任和践行社会组织责任的重
要体现。

《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保法》）修订工作启动以来，众多机构、学者结合自身机构一
线经验提交了意见和建议。 在诸多建议中，有人提出“应依法信息公开，保障公众参与和监督野
生动物保护的权利”，并提及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是否适用？ 这类公益诉讼面临哪些难点？ 又应该如何解决？
针对上述问题，《公益时报》 记者采访了植根环保并在环境公共政策和公益诉讼方面有着丰富
经验的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

� � 2018 年 8 月，为保护绿孔雀栖息地，自然之友作为原告方发起
的全国首例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昆明开庭。 目
前，该案进入后期阶段，有望作出终审判决


